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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诉讼调解制度之７０年变迁与改革展望
———基于司法政策对诉讼调解影响的分析

谷佳杰

摘要: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从“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到“调判结合”“优先调解”,再到“规

范调解”的历史流变来看,诉讼调解的立法制定和法律修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司法政策的影响.诉讼调

解率的变化表明,司法政策对诉讼调解实践具有趋导作用.然而,这种趋导性影响在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

处分权之间存在失衡现象.与法院内部的秩序结构对接,司法政策能够对审判权的运行产生“激励效应”.
但由于缺乏“合意诱导”规则,司法政策难以对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产生影响.科学设计司法政策激励效

应的“双轨制”,通过完善费用评价规则、充实审前准备程序、制定特殊“强制调解”规则以及培养职业调解

法官,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特色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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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诉讼调解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据着显要位置,通常被

当作贯彻党的政策、实现社会管理和争取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① .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制

的司法传统和经验,更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备受重视的纠纷解决机制.现行立法将诉讼调解定位于同

审判并行的审判运行方式,并作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司法解释还对诉讼调解建构了具

体的操作规则,而对诉讼调解进行总体规划和理念指导的司法政策,更是始终贯穿和践行于诉讼调解

实践之中.本文特以诉讼调解为视角,从其７０年历史变迁过程来对司法政策与诉讼调解率之量变关

系进行考察,探究司法政策对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行为选择的影响,从而力图建立理性行为选择的调

解机制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

一、诉讼调解制度７０年变迁的宏观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司法政策起着司法裁判依据的作用.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尤
其是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完善,司法政策的裁判依据作用逐渐为法律法规所取代.然而,法律与司法政策

的关系,深刻地折射出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法治与政治生态.法律的稳定性、规范性、公正性与司法政

策的变动性、价值性、功用性在当前我国法律现实和政治生态之间存在共存且互补的空间②.７０年来,
我国在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政策两个层面上对诉讼调解进行了制度建构和理念指导,其大致经历了“调
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优先调解”与“规范调解”六个阶段的嬗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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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８２年:“调解为主”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在处理诉讼案件时奉行的是“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政策,这
种“马锡五审判方式”将审判与调解结合,契合了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的需要①.而１９４９年２月的«关于

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更是明确了政策作为法律裁判依据的地

位与作用②.在不断总结“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及将调解作为人民司法建设重要内容的基础上,１９５０
年７月至８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司法会议明确提出,诉讼调解是“我国审判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

分”③,由此正式奠定了我国诉讼调解的特殊地位.１９５６年１０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各级人民法

院审判程序的总结»中提出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方针.１９７９年２月,最高人

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再次明确规定:“处理民事案件应坚持

调解为主.凡可以调解解决的,就不要用判决,需要判决的,一般要先经过调解”.
在当时的背景下,“调解为主”司法政策发挥了积极的纠纷解决功能,取得了较好的政治效果与社

会效果.然而,在当时,“调解为主”司法政策却不具有法律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严格、规范与正当的

程序,仅仅是一种非正式的国家意志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积极功能的全面发挥.
(二)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９０年:“着重调解”时期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新中国颁布实施了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这标志着我国民事审判活动进入

了“有法可依”的时代.«民事诉讼法(试行)»第６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着重进行调解;
调解无效的,应当及时判决.”同时,该法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专节规定了法院调解的原则、调解书的

制作和效力.因此,诉讼调解的规范依据应当以制定程序严格、效力等级更高的法律规定为准,其在

应然层面上以“着重调解”原则为指导方针.
然而,在这一时期,在实然层面上,诉讼调解依然表现出“调解为主”的实践样态,而“着重调解”原

则的行为指引作用并未彰显.究其原因,是“调解为主”司法政策的长期奉行固化了司法实践中法院

审判权运行的“调解化”趋向,进而影响到了从１９７９年就开始起草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关于诉讼调

解的规定.从条文内容来看,尽管“调解无效,应当及时判决”的立法规定使得在对调解的重视程度上

比“调解为主”有所减轻,这表明立法者力图调整判决与调解的关系,然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
着重进行调解”的规定依然强调了民事案件审理中调解的优先地位.

尽管“着重调解”只是“调解为主”的承继和发展,但这种“从司法政策到立法规定”的变化却具有

极其重要的制度意义.司法政策的法典化诠释了一个从“实质合理性”到“形式合理性”的过程,表明

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律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三)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２年:“自愿合法调解”时期

１９９１年４月正式颁布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对１９８２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

修订,其第９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

及时判决.”法律还规定了诉讼调解的具体操作程序,突出强调了调解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并赋予了调

解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
诉讼调解原则的根本转变,缘起于１９８２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确立的“着重调解”原则,并没有

解决当时实践中“重调解轻判决”的问题,弊端不断显现,进而引发了法院系统深刻的反思.１９８７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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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首次提及“对有些纠纷的调解工作指导不力􀆺􀆺违背了合法、自愿的原

则”①.１９８８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从法院来说,我们强调􀆺􀆺及时教育、疏导、调解,
该判决的就及时判决”②.１９８８年７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正式启动了民事审判方式

改革,提出要调整判决与调解的相互关系③.基于此,１９９１年«民事诉讼法»将诉讼调解原则修改为

“自愿合法调解”,从根本上改变了“着重调解”原则的规定,并逐渐祛除了“调解为主”司法政策的影

响,调整了判决与调解的定位.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１年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６７条规定了“调解自认豁免规则”④,从证据调查程序封闭性的角度再次

厘清了判决与调解的关系.
进一步看,诉讼调解原则的转变潜隐了司法政策对法律修订的影响与引导.司法实践中,因“着

重调解”盛行而出现了“以判压调”“久调不决”等迟延纠纷解决的现象,引起了法院系统的高度重视.
由于具有对社会活动的高度敏感性,且决策过程也比立法程序更为灵活便捷,司法政策首先发生转变

以稀释和减弱“着重调解”的影响.调整后的司法政策历经不断论证和反复实践,进而推动了法律的

调整和修订,最终确立了“自愿合法调解”原则.
(四)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调判结合”时期

２００３年２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

定»第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应当着重调解,鼓励当事人和解.”对此,
有学者指出:“这是法院多年来再次明确重申‘着重调解’,说明法院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司法在处理此

类纠纷中的能力限度.”⑤同年１２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

定»第１４条明确规定了简易程序中的六类案件应当“先行调解”.迫于“案结事不了”的压力,重视与

强调调解成为法院处理特定民事纠纷的实践经验,并进而作为妥善解决民事纠纷的良好示范逐渐推

广开来.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强诉讼调解工作,提高诉讼调解结

案率”作为落实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⑥.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

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继续强调诉讼调解价值和优势的同时,制定了促进调解合意达成的规则:一
是赋予了法院在审判程序中更多的调解职权,如扩展了法院实施调解的阶段⑦;二是增加了引导当事

人自愿达成调解的规则,如扩宽了达成调解的范围⑧.２００６年通过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１５条确

立了“调解案件费用减半”的规定⑨,从减少成本的激励角度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合意.２００７年３月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第

２条确立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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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期,尽管民事诉讼立法上的“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发挥着诉讼调解的应然依据作用,然而具

体影响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活动的却是一系列司法政策.从虚假陈述证券案件的“着重调解”,到简

易程序特定案件的“先行调解”,再到“判调结合”的审判方针,直至“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司法政策

的变迁逐渐复兴了诉讼调解,进而重塑了诉讼调解制度的微观基础.
(五)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优先调解”时期

２００８年,为响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和指导法院的审判活动,中央政法委明确提出了“优先调解,
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并在司法实践中由上至下得到迅速贯彻.２００９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进一步重申了“优先调解,调判结合”的原则方针①.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

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再次明确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各地法院根据

上述司法政策开展了“大调解”的实践活动,而诉讼调解开始引入民间力量的参与,逐渐出现“社会化”
的倾向与趋势.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性实践,“优先调解”司法政策开始对法律修订产生影响.２０１２年８月修正

后的«民事诉讼法»在保留原有“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和调解的专章规定之外,增加了两条关于诉讼调

解的规定,分别为第１２２条规定的“先行调解”和第１３３条“程序分流”规定中的“庭前调解”.由此可

见,“优先调解”司法政策通过立法活动上升为法律规定,其实践价值以法典化的形式得以确立.
(六)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９年:“规范调解”时期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目标.２０１４年的«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合法自愿原则,规范司法调解”的司法政策②.这表明诉讼调

解司法实践的导向再次发生改变,我国进入了“规范调解”时期.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在司

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③.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１４５条,再次强调了调解的自愿性

与合法性.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２０１９年１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政法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政法系统要把专业化建

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④.由此观之,决策层不断强调保障人民权利与法院专业化建设的重要

性.就诉讼调解而言,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成为重要的改革目标,这表明“规范调解”进入保障

当事人利益的新时代.
从７０年变迁过程来看,我国的诉讼调解遵循了“司法政策出台→立法制定→司法政策改变→法

律修订”的脉络.司法政策因其灵活便捷的特点而总是先于立法对法院审判工作进行指导,而其变动

不居的特质和功用性的特征,又往往会导致法律的进一步修订.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国家治理、社会

治理和法律实施格局中,司法政策发挥了“转轴”的作用,其对立法制定和法律修订在一定程度上会产

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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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http://www．gov．cn/test/２００９ ０３/１７/content_１２６１３８６．htm,访问日期: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０日.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０日),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２０１４ ０６/２４/content_１８６８２３６．
htm,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www．gov．cn/zhengce/２０１４ １０/２８/content_２７７１９４６．
htm,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０日.
«习近平 出 席 中 央 政 法 工 作 会 议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２０１９ ０１/１６/c_

１１２３９９９８９９．htm,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



二、诉讼调解率７０年变迁的规律分析

如上所述,司法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诉讼调解的立法活动;而司法政策对诉讼调解实践的

影响效果则需要通过定量研究的路径来予以考察,即以司法政策与诉讼调解率之量变关系的分析来

印证与检视.
为检验司法政策对诉讼调解司法实践的影响效果,首先要在准确把握诉讼调解率的指标意义基

础上,对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的诉讼调解率进行科学分析.民事诉讼调解率是民事案件中以调解方

式结案的比率,而相对应的数值则是统计时间段内调解结案数与相对应的总体结案数的比例①.就

考察对象而言,基于二审和再审程序中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且相关的统计数据缺失

过多不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无法以近７０年的时间跨度来进行考察.故本文的研究主要以全国法院

民事一审案件为样本.

表１ 民事一审案件调解数据

年份 相关结案数 调解结案数 调解率 年份 相关结案数 调解结案数 调解率

１９５０ ６１６６４９ 缺失 缺失 １９８４ ７８８０９９ ６７８６３３ ８６．１１％

１９５１ ８４３４５９ 缺失 缺失 １９８５ ９１８３６０ ７９５６１０ ８６．６３％

１９５２ １３１６４４３ 缺失 缺失 １９８６ １１２３０６５ ９６１７２５ ８５．６３％

１９５３ １７５５１２２ 缺失 缺失 １９８７ １３５６５０２ １１４０５４８ ８４．０８％

１９５４ １２６５０９０ 缺失 缺失 １９８８ １６６２１８６ １４０６５８９ ８４．６２％

１９５５ ２９７３５６ 缺失 缺失 １９８９ ２１３９４０３ １７７０６１８ ８２．７６％

１９５６ ５６７４１２ ２９０３１６ ５１．１６％ １９９０ ２０５４３２９ １６１１３３８ ７８．４４％

１９５７ ５９２９３７ ３０７８５４ ５１．９２％ １９９１ ２０３６８９７ １４８９１９９ ７３．１１％

１９５８ ３６９８４６ ２２５７３３ ６１．０３％ １９９２ ２１３１５３７ １５３４９６７ ７２．０１％

１９５９ ３７１０６９ ２８０８０９ ７５．６８％ １９９３ ２４４０１０１ １７７９９３３ ７２．９５％

１９６０ ２４６８３０ １９４９５８ ７８．９８％ １９９４ ２７８３００３ ２０１７６００ ７２．５０％

１９６１ ４３５４７９ ３４７３２５ ７９．７６％ １９９５ ３２１５５０２ ２２７４１８６ ７０．７３％

１９６２ ５８４５０６ ４５４８５６ ７７．８２％ １９９６ ３６７８１３７ ２４７８１７９ ６７．３８％

１９６３ ６０９４３７ ４７５７９０ ７８．０７％ １９９７ ３７７１０３７ ２３８５５６５ ６３．２６％

１９６４ ５２０４６２ ４２６０３９ ８１．８６％ １９９８ ３７８２９９３ ２１６８２２３ ５７．３２％

１９６５ ４６７９５４ ３９１６０４ ８３．６８％ １９９９ ３９３６１５８ ２１３３５２８ ５４．２０％

１９６６ ２９５９６５ ２５７０３９ ８６．８５％ ２０００ ３６４３２１１ １７８７３２２ ４９．０６％

１９６７ ２１８１７３ 缺失 缺失 ２００１ ３５４５７５４ １６２３８９５ ４５．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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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统计变化的影响,我国的民事一审案件调解率统计需要作以下说明:其一,我国的经济审判庭从

１９８３年设立,于２０００年撤销,期间所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按照经济纠纷进行了统计.按照目前民事案件的界定标准,这
部分应当纳入民事一审案件的范围.其二,我国的司法统计从１９８８年起单独设立交通运输经济纠纷一审案件,对海事、
海商、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和公路运输纠纷案件进行单独统计,但１９９２年后,司法统计又将上述单独统计表中的铁路、航
空和公路纠纷案件纳入经济纠纷案件进行统计,本表将交通运输经济纠纷纳入经济纠纷的统计范围.其三,驳回起诉、移
送管辖、诉讼终结等案件属于纯粹的程序性案件,不具有调解或判决的可能性,在计算相关结案数时作了剔除处理.本文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编:«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历史典籍:１９４９２０１６»(民事卷一:１９５０ ２００４)、(民事卷二: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中国法律年鉴(２０１８年)»,北京: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

１１８１页.



　　续表１

年份 相关结案数 调解结案数 调解率 年份 相关结案数 调解结案数 调解率

１９６８ １００４１１ 缺失 缺失 ２００２ ３２４５３９５ １３３３５７４ ４１．０９％

１９６９ ５５１９３ 缺失 缺失 ２００３ ３２０４６６４ １３２４２１８ ４１．３２％

１９７０ ６８６３３ ５７９９３ ８４．５０％ ２００４ ３０９２６８８ １３３６４０５ ４３．２１％

１９７１ ９１６００ ７５６２２ ８２．５６％ ２００５ ３１３５９０７ １４０１１２６ ４４．６８％

１９７２ ５７５９２ ４７９５５ ８３．２７％ ２００６ ３１７５６２０ １４２８８７２ ４５．００％

１９７３ １７７５５４ １５２１４２ ８５．６９％ ２００７ ３３７４３５１ １５６６９７３ ４６．４４％

１９７４ ２２５２２０ １９３３７４ ８５．８６％ ２００８ ３８５９０７８ １８９５５９８ ４９．１２％

１９７５ ２１２１５５ １８１６４７ ８５．６２％ ２００９ ４０６４６８６ ２１０１５２１ ５１．７０％

１９７６ １８５５４１ １５８２１４ ８５．２７％ ２０１０ ４２７１１８５ ２３７３９４２ ５５．５８％

１９７７ ２０１３０７ １７３５６７ ８６．２２％ ２０１１ ４５６０８９４ ２６６７４８１ ５８．４９％

１９７８ ２３６７８８ ２０５７１０ ８６．８８％ ２０１２ ４９９０６５８ ３００８２１２ ６０．２８％

１９７９ ２９７９７０ ２５８６０５ ８６．７９％ ２０１３ ５１７１４３３ ２８５１３０８ ５５．１４％

１９８０ ４４２２５７ ３８３６５３ ８６．７５％ ２０１４ ５６０１６２８ ２６７６２１１ ４７．７８％

１９８１ ５２７４９２ ４５６７５３ ８６．５９％ ２０１５ ６７０８１３６ ２７５９０８５ ４１．１３％

１９８２ ６２１９６６ ５３０５４３ ８５．３０％ ２０１６ ７５０７２０１ ２７９１３９７ ３７．１８％

１９８３ ６６２８６８ ５６９１６１ ８５．８６％ ２０１７ ８０５７８８９ ２８８５３１８ ３５．８１％

从表１的数据来看,７０年来,全国民事诉讼调解率发生了剧烈变化和显著波动.在这期间,最高

值可达到１９７８年的８６．８８％,最低值为２０１７年的３５．８１％.其中,２００３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

此之前的调解率呈现出一种先升后降的趋势,之后的调解率则呈现一种缓慢上升再次下降的趋势.
根据诉讼调解的历史流变过程,我们可以对调解率变迁趋势的现象作出以下解析:

第一,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８２年的“调解为主”时期,调解率均在５０％以上.从１９６４年开始,调解率更是

一直盘踞高位,且波动不大,保持在８０％以上的高位水平.这反映了调解是此阶段法院结案的主要方

式,“调解为主”的司法政策对法院审判权运行方式产生了呈“正态”的积极影响.
第二,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９０年的“着重调解”时期,调解率呈现宽幅波动的特点.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８年,

调解率一直处于高位态势;从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１年,调解率则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究其原因,一方面,在
这一阶段前期,法院审判工作很大程度上受到前一时期“调解为主”司法政策的延续影响,加之“着重

调解”原则依然强调调解的优先地位,使得调解率继续维持高位运行;另一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的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然启动,相关司法政策开始对“着重调解”进行反思,从而对司法实践中的诉讼调

解活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以致这一阶段后期的调解率开始下降.
第三,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２年的“自愿合法调解”时期,调解率呈现大幅直线下降的现象.这一时期,调

解率从１９９１年的７３．１１％骤降为２００２年的４１．０９％,下降了近一半.“自愿合法调解”原则的确立从

根本上改变了诉讼调解制度,法律规定的转向极大地影响了审判权的运行方式,同时强调当事人自愿

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尤其突出了当事人处分权对法院审判权的制约.在保障当事人主体性地位理

念的影响下,诉讼调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
第四,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的“调判结合”时期,调解率开始出现缓慢上升的态势.从２００３年的

４１．３２％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４６．４４％,平均每年有１％的增长幅度.这一时期,“调判结合”司法政策重

新强调了诉讼调解的地位.虽然受到“自愿合法调解”原则的约束,但是司法政策在微观层面上影响

了司法实践活动的具体开展,同时在法院内部绩效考核的助推下,诉讼调解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第五,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的“优先调解”时期,调解率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调解率从２００８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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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２％,以年均超过２％的幅度逐步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６０．２８％.从确立“优先调解”司法政策开始,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实施的一系列司法政策不断提高诉讼调解的地位.这一时期的调解率增长幅度大

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的“调判结合”时期,诉讼调解开始加速升温.
第六,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９年的“规范调解”时期,调解率呈现出迅速下降的趋势.调解率从２０１３年的

５５．１４％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５．８１％,年均下降幅度接近４％.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司法政策不断强调保障

人民的诉讼权利与加强法官的专业化建设,进而影响到诉讼调解.规范诉讼调解的司法政策强调了

调解的自愿合法,使得刚兴起的诉讼调解又迅速降温.
考察我国７０年的调解率变迁,从宏观上看,以调解率上升和下降为标准,司法政策的变迁与调解率

的变化是一致与同步的.因此,司法政策对诉讼调解实践具有较大的趋导作用.进一步分析,诉讼调解

是法院运用审判权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协力解决纷争之结果.然而,司法政策对审判权和处分权的趋导

性影响却存在着失衡现象.无论是重视调解还是尊重当事人主体地位,司法政策都是通过影响法院的审

判权运行方式来达到其预期目标的,并没有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产生太多影响.
在“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调判结合”和“优先调解”时期,重视调解的司法政策强化了法院审判

权的职权作用,引导法院审判权运行的“调解化”趋势,从而使调解率保持高位水平或上升态势;在“自
愿合法调解”和“规范调解”时期,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突出了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强调当事人的处分

权和程序保障,使得法院的审判权逐渐消极与中立,司法政策稀释与弱化了审判权运行的“调解化”倾
向,从而使得调解率迅速下降.尽管我国“调审合一”的程序结构强调与突出了调解的地位①,但却并

没有带来当事人对调解的“热情”和“向往”,相反,调解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政策引导下

的审判权运行方式.

三、法院内部秩序７０年变迁的逻辑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内部治理结构上,我国法院的人事管理比照公务员的管理体制,即“谁主管、
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②.以院长为首的法院考核管理部门负责对法官进行考核,且每一

级法院的法官都面临不同形式的司法绩效考核,加之考核结果是法官奖惩、晋升、培训的依据,必然会

对普通法官的审判工作产生重要影响③.因此,司法政策能够对法院审判权的运行方式产生实质影

响,根本原因即在于科层制管理和绩效考评机制所带来的激励效应.
从诉讼调解制度７０年的变迁来看,尽管司法政策对审判权具有激励效应,但不同时期司法政策

的激励效果却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司法政策对法院审判权的激励效应,需要与法院内部“命令—服

从”的秩序治理结构进行对接,才能发挥影响.对我国法院内部秩序现状的描述,还必须进一步回溯

到我国法院内部秩序形成的过程,特别是法院在内部治理中从弱化到强化所付出的努力.
在“调解为主”时期,法院权力可以完全引导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具体方式.这一阶段的高调

解率,只需要司法政策的激励效应影响到法院审判权就可以成就.然而,尽管这一时期各个年份调解

率的数值都比较高,但此阶段的调解率变化曲线呈现出无序的特征.究其原因,这一时期处于从革命

到建设的转型阶段,法院的内部秩序结构尚在形成之中,司法政策并未体制化地发挥作用,难以通过

组织管理的形式对审判权产生影响.当时的法院系统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绩效考核

体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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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着重调解”时期以后,对比“调解为主”司法政策,“着重调解”原则并未给诉讼调解制度带来

太多的变化.１９８３年修改后的«法院组织法»以删除旧有规定的方式将审判管理的职能重归于法

院①,法院单独设置了人事局以管理法院内部的组织人事任命工作②.１９８３年１月,时任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的江华向中共中央提出法院法官的职称级别问题③.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对法官的职级分

层管理予以确定④,并逐步扩展到其他审判业务人员.通过职级层次管理及其相应的工资待遇激励,
法院的审判管理工作开始加强.根据“着重调解”原则,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多调解和勤调解有了激励

的正当性,调解率节节攀升.而随着发端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开始实施,司法政

策开始强调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并反思“着重调解”原则的弊端,因此,调解率开始出现下降的现象.
这一时期的调解率“先升后降”的变化曲线,开始走出“无序”的阴影,逐渐出现“规律”的端倪.

迈入“自愿合法调解”阶段后,法院的内部秩序结构也在逐步加强.１９９５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了«法官法»,将法官分为四等十二级.这在法院系统内部正式形成了“命令—服从”的等级秩序.同

时,«法官法»第１９条至第２３条对“法官考核”进行了规定,包括考核的组织、考核的形式、考核的内

容、考核的结果和考核的效力等方面,而第４６条、第４７条又对“法官考评委员会”进行了规定.至此,
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司法考核首次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规定,这为法院内部秩序结构的完善提供了

制度条件.随着维护当事人权利的程序保障理念不断强化,立法上强调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因而审

判权运行“调解化”的激励效应失去了正当性和必要性,法官调解的积极性也随之降低,以至诉讼调解

率急速下降.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诉讼调解逐渐复兴,法院内部秩序结构也在进一步强化.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一五纲要”,明确提出“在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下,造就一只高素质的法官队伍”⑤.２００２年７
月,第十八次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能够形成有效激励机制的法官业绩评价标

准体系”.２００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二五纲要”提出:“建立科学、统一的审判质量和效率评估体

系”,“改革法官考评制度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考核制度􀆺􀆺科学设计考评项目,完善考评方

法,统一法官绩效考核的标准和程序,并对法官考评结果进行合理利用”⑥.２００８年,最高人民法院明

确将“调解率”作为审判效果指标之一⑦.２００９年,最高人民法院“三五纲要”进一步提出:“建立以法

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其他行政人员的绩效和分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岗位目标考核管理体系.”⑧

２０１１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建立审判管理与考核奖惩的对接机制,将审判绩效考核结果作为法官

评先评优、晋职晋级的主要依据,充分发挥以管人促管案、管案与管人相结合的综合效应.”⑨尤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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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法委确立“优先调解”的司法政策后,法院系统通过量化考评建立的“命令—服从”内部秩序开

始发挥显著作用.在司法政策的激励效应下,调解率越高,法官的审判工作越被肯定,法官的评优评

先与职务晋升就越容易.除了较为直接的激励活动之外,法院系统还开展相应的造势活动,通过新闻

报道高度评价调解率高的法院和法官,以营造鼓励调解的氛围,从而引导法官多调解和勤调解①.
进入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强调法官的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要求.为更好地尊重司法运

行规律、尊重当事人主体地位,在“规范调解”的政策导向下,全国各级法院对调解率的考核逐渐出现

了弱化的趋势.调解率不再作为量化考核的约束性指标,而仅成为统计分析审判权运行态势的参考

性指标.因此,缺乏了上级的绩效考核压力,法官对调解的积极性也随之减弱,使得全国法院的诉讼

调解率出现了下滑的态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着重调解”时期以前,高的诉讼调解率主要依靠的是法官对司法政策实

施的自觉性以及内部的行政命令而造就的;进入“调判结合”直至“规范调解”时期以前,较高的诉讼调

解率,是司法政策对法院审判权运行方式的引导,与科层管理的内部治理机制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尽

管通过与法院内部的秩序结构对接,司法政策可以体制化地对法院审判权产生激励效应,但这种激励

效应却仅具有单一性,对在调解中起“决定”作用的当事人则几乎不产生作用.这就出现了在“优先调

解”时期,尽管法院明显重视调解,却无法大幅提升调解率的情况.这种局面的形成只能归咎于诉讼

调解中对当事人行为选择“合意诱导”规则的建设不完善.

四、中国特色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路径

从诉讼调解制度７０年变迁的分析来看,司法政策对诉讼调解的立法制定和法律修订能够产生一

定的影响,对诉讼调解的司法实践具有趋导作用,但这种趋导性影响却存在失衡的问题.司法政策的

引导作用,通过法院内部“命令—服从”的秩序结构,对审判权的运行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当事

人的行为选择却难以产生“利益”的激励效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进一步明确了“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思路,而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应当科学设计司法政策激励效应的

“双轨制”:一是逐渐完善科层管理的行政化体制,促进司法考核体系科学化②,二是不能忽视对当事

人诉讼行为选择的“合意诱导”.
如前所述,我国的司法政策中已经存在一些诉讼调解“合意诱导”规则.然而,无论是规则的规模

还是实施的效果,上述诉讼调解“合意诱导”规则都不尽如人意,尚不能说已达到司法政策激励效应

“双轨制”的目标.现有的“合意诱导”规则呈现出零星散乱的特点,并未从规则的科学化和体系化视

角去贯彻司法政策的目标.因此,完善诉讼调解“合意诱导”规则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完善费用评价规则.首先,“调解案件费用减半”尚且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当事人是

通过诉讼还是和解来解决争议取决于诉讼成本和谈判成本的高低.”③因此,有必要适度增加当事人

的诉讼成本,以抑制滥诉和促进调解合意的形成.其次,“调解案件费用减半”是一种费用积极评价的

规则,相对应地存在着费用消极制裁的规则.在英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选择调解程序而未能最终达

成合意的情况下,案件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开庭审理阶段;若法院最终判决的结果不如调解程序的解决

方案,对于造成这一后果的当事人可以给予费用上的消极性制裁,亦即承担因此而产生的程序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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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包括对方不必要的律师费用①.从减少成本激励的角度来看,这种费用消极制裁规则比积极评

价规则的效果更为显著,更能对当事人的行为选择进行引导以促成调解合意的达成.
其二,充实审前准备程序,增加诉讼的可预测性.美国联邦法院民事案件真正进入审判程序的比

例非常小②,而大部分案件都是在审前程序通过和解等方式予以解决,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审前程

序中的证据开示程序.证据开示“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

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做准备”③.正是因为通过证据开示,双方当事人都能够知晓

对方所掌握的信息,可以预期案件的结果,从而衡量费用和时间上的“投入”与“产出”,最终促进调解

合意的达成.而我国民事诉讼奉行的是“审判中心主义”,在制度设计和资源投入上更加偏重于庭审

程序,忽视了审前程序的功能与作用.尽管«证据规定»设置了以证据交换为中心环节的审前程序,
«民诉法解释»设计了包括开展调解的庭前会议规则,然而两者规定的内容都过于原则化,其具体适用

效果不尽如人意.此外,«民事诉讼法»第１３３条的庭前程序分流对交换证据作出了规定,但其条文内

容依然过于简单,而且其功能定位与证据开示程序出现了方向性悖离④.因此,通过借鉴美国的证据

开示程序,完善我国的证据交换程序并进而充实审前程序或庭前会议,才能为促进当事人达成调解合

意提供程序基础.
其三,制定特殊的“强制调解”规则.我国“调审合一”的程序结构使得在“审判阴影”下的调解具

有了“合意诱导”的空间⑤.然而,“调审合一”的程序结构并没有激发当事人的调解热情.相反,为在

判决程序中获得更多利益,当事人往往在调解程序中避免示弱而持强硬立场,导致调解合意难以达

成.这就存在制定“强制调解”规则的空间.“强制调解”是程序上的强制启动,调解结果依然需要当

事人同意,并不完全违反自愿调解原则.在不根本违背当事人自愿的限度内,劝说、可容忍程度内的

胁迫甚至程序上的强制,可以对当事人调解合意的达成产生“强制诱导”的效果⑥.日本与韩国民事

诉讼法上均有“强制调解”的结构性特征,不仅可以优先适用调解程序处理纠纷,而且在诉讼过程中法

官可以依职权将案件交付调解,只是在特殊情形下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⑦.而我国２０１２年«民事诉

讼法»的“先行调解”“庭前调解”和司法解释规定的６种案件“先行调解”,只是倡导调解的优先性,并
非严格意义上的强制调解.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实践中存在因司法政策激励效应的异化而造成大

量强迫调解的现象,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基于此,在制定“强制调解”规则的同时,对其适

用范围、启动时间等方面进行限定以及赋予相应的救济权利等,也是不可或缺的.
除以上规则层面的建议外,我国还应当着力培养职业调解法官.通过加强法官的调解能力,可以

有效促进当事人双方调解合意的达成.这就需要调解法官的职业化发展与专业化培养.德国学者认

为,职业调解人应当具备保持中立和超然的姿态、倾听和传达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引导沟通与磋商并

确保当事人遵守规则、能够对突发情形作出专业迅速的反应和提供调解所需的相关知识等五种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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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诉讼调解制度之７０年变迁与改革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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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燕:«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中的调解制度研究»,«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综合美国学者的既有研究,美国联邦法院民事案件的和解率在５０％到７０％之间,参见严仁群:«“消失中的审判”? ———重

新认识美国的诉讼和解与诉讼调解»,«现代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韩波:«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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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审理”并列的程序类型,这样的程序分流设计无疑表明我国证据交换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开庭审理的需要,并非为了

促进调解合意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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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２期.
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４页;参见孙汉琦:«韩国民事诉讼法导论»,陈
刚审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５页.



联系的能力和技巧①.这种重视调解人专业素养的培育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我国今后应为调解法

官职业能力的训练和提升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与保障.
一言以蔽之,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我国现有的诉讼调解制度呈现出“政策激励单一,合意诱导缺

乏”的格局特点.司法政策的嬗变不应只停留在理念更新上,更为重要的是进行配套制度与具体规则

的制定与完善.在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基础上,充分利用“合意诱导”规则,司法政策就可以对当事人

的诉讼行为进行理性引导,有效促进调解合意的达成,这样最终必能推进诉讼调解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合理普及,在务实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特色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

ChangesandReformsinLitigationMediationSyste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inthePast７０Years

———BasedontheAnalysisofImpactofJudicialPolicyonLitigationMediation

GuJiajie
(ResearchCenterforComparativeCivilProcedurallaw,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

ScienceandLaw,Chongqing４０１１２０,P．R．China)

Abstract:Inthe７０years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thelegislationandlawamendmentoflitiＧ
gationmediationhavebeeninfluencedtoacertainextentbyjudicialpolicyfromthehistoricalchanＧ
gesof“mediationＧoriented”to“emphasisonmediation”to“voluntaryandlegitimatemediation”and
furtherto“combiningmediationwithsentencing”,to“prioritymediation”andthen“normativemeＧ
diation”．Thechangeofmediationrateshowsthatthejudicialpolicyhasaguidingeffectonlitigation
mediationpractice．However,thereisanimbalanceexistingintheguidinginfluencebetweenthejuＧ
dicialpowerandtherightofparties．Dockingwiththestructureofthecourt􀆳sorder,judicialpolicy
canproduce“incentiveeffect”ontheoperationofjudicialpower．However,duetothelackof“conＧ
sensualguidance”rule,itisdifficultforjudicialpolicytohaveaninfluenceontheparties􀆳procedural
options．Onlybyscientificallydesigningthe“doubleＧtracksystem”ofincentiveeffectofjudicialpoliＧ
cyandimprovingthe“consensualguidance”ruleoflitigationmediation,canwetrulypromotethe
perfectionoflitigationmediationsyste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Keywords:Litigationmediation;Changesinpast７０years;Judicialpolicy;Consensualguidance

[责任编辑:李春明]

６４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雷磊:«德国的调解观念及其启示»,«法商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